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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:翻译是引发中国传统语言流变的最重要中介之一。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、晚清以来的语言通俗化趋势及

《新青年》等杂志围绕白话展开的论争,构建了现代汉语语言规范;白话语言规范的形成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学向现

代化的过渡,同时也完成了国人语言与思维的现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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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ranslationisregardedasoneofthemostimportantagentsthatbroughtaboutthechangesandtransformationof

thenormsofChineselanguage.TheliterarytranslationinvernacularChineseduringtheMay4thmovement, togetherwith

thepopularizationofwrittenChinesesincetheendofQingDynasty, theargumentationforandagainstthevernacularChi-

neseinmagazinessuchasLaJeunesse, eventuallyconstructedthenormsofmodernChinese, whichnotonlyhelpsthetra-

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, theChineselanguageandthementalityofChinesepeopletobemoderniz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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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晚清的白话应用始于传教士翻译的西方书籍

和创办的华文报刊;1890年以后中国开明士大夫从

“启蒙”、“救亡”出发倡导 “言文一致”和语言通俗

化, “庚子事变”之后中国涌现出一大批白话报纸,

白话逐渐成为潮流。梁启超 、夏尊佑、狄葆贤、伍光

建等力倡的白话小说创作和白话文学翻译,对五四

白话运动中的新一代译家与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陈独秀、胡适等倡导白话运动的领袖, 都在晚清白

话运动中受到过锻炼。胡适在谈到编辑《竞业旬

报》时曾言:“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启发我运

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, 且以明白的语

言及合理的次序,想出我自幼年就已有了形式的观

念和思想。” (欧阳哲生, 1998:13)以后, 他又总结

道:“这几十期的《竞业旬报》, 不但给了我发表思想

和整理思想的机会,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

练……我不知道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,

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。

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。七八年之后, 这

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

开路的工人。” (欧阳哲生, 1998:85)

然而,晚清的文学语言规范尚处在动荡变动的

过渡时期,文言与白话并行, 文言与白话杂糅普遍

存在。五四前后的翻译, 《新青年》等杂志围绕文

言、白话所展开的论争, 以及白话文学创作的兴起,

最终引发了语言规范的演变与现当代汉语规范的

确立,使白话成为抒情表意的正宗。

　　一、白话规范的话语建构

五四文学革命时期, 新文学家和翻译家不再把

白话文仅仅视为宣传的工具, 而是整个新文学———

国语文学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;至此, 语言符号系

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周

作人 、钱玄同 、刘半农等人都撰文参与白话文论战,

并用白话文翻译与创作, 建构起白话话语的叙述空

间。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 ( 1917:20),从 “一时代

有一时代之文学”的文学进化论角度, 正式提出废

文言而倡白话的主张,并从 “八事”入手, 具体制定

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原则,提出“不摹仿古人”、“须

讲求文法”、“务去滥调套语”、“不避俗字俗语”等。

胡适的“八不主义”明确表达了对传统文学的否定

和用白话置换古文言说方式的决心。胡适提出 “文

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”、“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”,

宣告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念的诞生。其意义在于

抛弃文言体系,另立白话为新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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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引起文坛和思想界的

巨大反响。在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六号上, 陈独秀撰

文《文学革命论》,将文学的语言载体与内容结合起

来,明确提出文学的 “三大主义”:“曰推倒雕琢的阿

谀的贵族文学,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;曰推

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,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

文学;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, 建设明了的

通俗的社会文学。” (陈独秀, 1917)随后, 钱玄同、刘

半农 、傅斯年等也都纷纷参与讨论, 将白话文运动

推向高潮。一年以后,胡适在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

中提出了 “国语的文学, 文学的国语”十个大字。胡

适的观点十分明确:新时代的文学必须是运用白话

创作的文学,阐明了文学与白话语言规范的关系。

胡适 ( 1918:41)称:“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, 只是

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。有了国语的文学,

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。有了文学的国语,我们的国

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。”胡适 ( 1918:42)在论述白话

与国语文学之间的关系之后断言:“用死了的文言

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。这一千多年

的文学,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, 没有一种不带有

白话的性质, 没有一种不靠这个`白话性质 ' 的帮

助。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”他甚至断言:“死

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” ( 1918:43 )

1919年 1月, 周作人又在 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

《平民的文学》,认为 “就形式上说,古文多是贵族的

文学,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”, 并将中国传统语言视

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原因。周作人 ( 1935:200)

认为:“我们反对古文, 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解, 养

成国民笼统的心思, 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

达。但另一方面, 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, 于

人有害的缘故。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, 寄

寓在古文中间, 几千年来, 根深蒂固, 没有经过廓

清, 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, 几乎己融合

为一,不能分离。” ( 1935:200)周作人对古文的批判

实际上已经将语言与语言所承载的思想联系起来,

意识到语言思想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。

无独有偶,钱玄同 ( 1918)也将文言与传统旧思

想联系起来,而对古文的批评更加偏激:“我要爽爽

快快说几句话:中国文字论其字形, 则非拼音而为

象形文字之末流, 不便于识, 不便于写;论其字义,

则意义含混, 文法极不精密;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

应用,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;论其过去

之历史,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

教妖言之记号。此种文字, 断断不能适用于 20世

纪之新时代。”因此, “欲废孔学, 不可不先废汉文;

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,尤不可

不先废汉文。”他对汉字的形、音 、义,对汉语的语法

体系 、语义功能等,几乎全盘否定, 甚至觉得应该废

除汉文。黎锦晖还起草了《请教育部令全国学校使

用新文字案》, 认为 “汉字流传至今, 只跟着一班知

识闭塞、思想简陋的民族在一块儿鬼混, 从来没有

受过科学的洗礼, 己经腐朽不堪, 笨拙无比! 当世

界交通、文明日进之秋, 决没有用它作表情达意的

工具之理” (钱玄同, 1999:128-129) , 希望借助国

家体制的力量进行文字改革, 消灭汉字, 改用拼音

文字。

除了倡导白话 、批判古文之外,傅斯年从语言

学的角度,提出白话具体的实施方案,制定出 “文言

合一”的十款规条和文 、言合一应注意的八个问题,

特别强调翻译是促进现代白话规范成长的有效手

段。他认为, 若要用现代白话语言创作出流畅的文

章, 有效的方法是借助西洋的文法:“在乞灵说话之

外, 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”,这种 “高等凭借物”就

是“西洋文法”。具体说来, 就是 “直用西洋文的款

式, 文法 、词法 、章法、词枝 (Figureofspeech)……一

切修辞学上的方法, 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, 因

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” (傅斯年, 1935:217-

226)。他提出,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文学, “径直

用他的字调、句调,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。

练习久了, 便能自己作出好文章” (傅斯年, 1935:

217-226)。可以看出, 对西方语言的借鉴,最直接

的方式便是通过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的文学;而傅

斯年所谓的“欧化国语”实际上是西方语言形式的

模仿。

由于新文化运动对白话语言的倡导 、白话语言

的翻译和白话文学的创作的兴起,钱玄同在 1917年

8月 1日《新青年》第 3卷第 6号上撰文呼吁:“我们

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,则自己在《新青年》

里做的, 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。” 1918年 1月 15

日发行的《新青年》第四卷, 文学翻译几乎完全采用

白话文, 包括诗歌翻译。由于《新青年》在新文化运

动中的影响, 其他报刊也相继仿效, 使用白话文。

仅 1919年就发行白话杂志十数份:《国民》 ( 1919.

1)、《新潮》 ( 1919.1)、《晨报副刊》 ( 1919.2) 、《星期

评论》 ( 1919.6) 、《觉悟》 (上海 《民国日报》副刊 )

( 1919.6 )、 《湘江评论》 ( 1919.7 ) 、 《少年中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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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919.7)、《星期日》 ( 1919.7)、《建设》 ( 1919.8)、

《新生活》 ( 1919.8)、《解放与改造》 ( 1919.9) 、《曙

光》 ( 1919.11) 、《新社会》 ( 1919.11)。一些使用文

言文的大报, 如 《国民公报》、《晨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

等, 也部分采用白话文,或办白话文副刊,或采用白

话文短评 、通讯, 或在一部分消息和社论中采用白

话文。与白话文报刊的风行同步, 当时最有影响的

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系列白话文教科书。

白话文形成的 “强势”语言文化环境,使当局承认白

话文的国语地位已是大势所趋。 1920年 1月,教育

部颁令,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采用白话

文。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在文化地位上全盘取代了

文言文,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载体。

　　二、翻译与五四白话

现代文学翻译语言规范的流转与形成,首先是

通过翻译中介而得以完成。严家炎曾经撰文, 称现

代汉语是因为翻译而“被逼出来的新体文”:

最早促成它的动因,实在出于忠实译介西方文

学的需要。换句话说, 新体白话是由面对民众的文

学翻译逼出来的……在这类翻译小说传播的过程

中, 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, 并被读者所接受。这种

白话文与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有所不同,它以现代

口语为基础, 容纳某些文言词汇, 避开过于生僻的

方言乡音, 语法结构上有时虽略带一些外语的痕

迹, 却比较顺畅自然,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。 (严

家炎, 2006:61-62)

现代白话的句法、结构, 甚至标点符号,也都通

过翻译而首先为国人所认识 、被认可, 然后被本土

化或中国化, 成为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。施蜇存

( 1990:25)也曾认为,近代白话翻译文学与现代白

话文体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, “早期的外国文学译

本,对当时创作界的文学语言也起过显著的影响”;

“这一种白话文体的转变, 是悄悄地进行的,我们在

最近看了不少译本和创作小说及杂文, 才开始有

所感觉”。翻译已被公认为影响白话规范的重要

中介。

翻译促进白话语言规范的演变, 首先体现在白

话语言使用的范围上。周作人曾论及晚清白话的

局限:

第一,现在白话文, 是 “话怎么说便怎么写”。

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……仍然是古文里的格

调, 可见那时的白话, 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, 又翻

作白话写出来的。

第二, 是态度的不同———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

是一元的,就是:无论对什么人, 作什么事, 无论是

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, 一律都用白话。而以

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, 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, 只

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……

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, 当然还是作古文的,

因此我们可以说, 在那时候,古文是为 “老爷”用的,

白话是为`听差'用的。

总之,那时候的白话, 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,

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, 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

没有大关系的。 (周作人, 2002:51-52)

也就是说, 由翻译引发的白话规范的确立, 使

五四以后的白话与晚清有了本质的区别, 从前的

“二元”态度也不可逆转地让位于白话的一统天下,

白话已经深入到国民精神的各个方面。正如周作

人所言, “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

语, 因为国语的作用并不限于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

训与知识, 还要以此为文化建设之用” (周作人,

1998:773)。

其次,文学翻译为白话的规范提供了实验的场

所;作为中介语言,当时的翻译语言可以说是 “口语

基础上的`欧化语 ' ”, 是外语 、“古文、方言等”的

“杂糅” (周作人, 1998:773)。所谓 “杂糅”实际上

是一种“翻译腔”, 是民族语言通过译介而发生嬗变

必然留下的痕迹:

他出门上学校去, 一个小小的人, 戴着一顶大

帽, 肩头挂着一个皮包。 Olenka静静的跟了他走。

他女在背后叫道, “Sashenka”将他叫住,拏一个枣子

或一个糖饼, 塞在他手里。到了学校那条街上, 他

觉得被一个又长又壮的女人跟着, 很是可羞, 便回

过来说, “姑母, 你不如回去罢。其余的路, 我自己

能走了。”他女站着望他, 一直等他进了校门, 不见

了才罢。

阿, 他女怎样爱他呵! 他女从前的爱着, 没有

一次是这样的深;这一次引起了他女母性的本能,

他女将他女全心都消费在这里,很自然很公正又很

愉快,为从前所未曾有过。他女为了这戴很大的制

帽, 颊上有小窝的孩子, 真肯将性命舍去, 而且还是

欢喜感谢。为什么呢? 这缘故有谁能说呢? (周作

人, 1919)

这段白话翻译,吸取了传统白话中的“便” ( “便

回过来说” )、“罢” ( “不见了才罢” );也具有现代白

83



　外国语文 2010年第 3期　

话口语大量双音节词的特征;但最明显的其中的欧

化成分:汉语译文中夹杂英语的人名 (Olenka、Sash-

enka) ,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(逗号 、句号、分号、引号、

感叹号、问号 ) ,还有被动结构 ( “被一个又长又壮的

女人跟着” )和冗长的定语 (“这戴很大的制帽,颊上

有小窝的孩子” ) ,特别是女性的代词“他女”。新的

句法结构, 新的语汇, 新的表现手法, 甚至新的概

念、新的思想, 都是通过翻译而进入中国语言和国

民的精神生活。今天再读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, 我

们可以深切地体验汉语的演变过程。

第三,翻译促进了五四白话创作的成熟, 使创

作语言结构日趋精密,意义日趋清晰。严家炎曾对

鲁迅的小说《孔乙己》作过分析:
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, 是和别处不同的:都是当

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, 柜里预备着热水, 可以随

时温酒。做工的人, 傍午傍晚散了工, 每每花四文

铜钱,买一碗酒, —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,现在每

碗要涨到十文, ———靠柜外站着, 热热的喝了休息;

倘肯多花一文,便可买一碟盐煮笋,或者茴香豆, 做

下酒物了…… (鲁迅, 1973:292)

严家炎 ( 2006:68)认为, 从句子结构上看, “这

里有倒装句, 又有插话, 都是为了把意思表述得清

楚一点。特别是破折号后面的插话, 绝非可有可

无, 而是关系重大, 埋伏着许多意思。”此外,白话翻

译也引进和制定了 “比较细密的新式标点符号”, 如

“句号和逗号 、顿号、感叹号分开, 还用引号 、冒号、

破折号、书名号等等” (严家炎, 2006:68)。消除了

句子的歧义和含混。当然, 我们并不能断言, 所有

上述些特征在晚清白话里面完全没有;没有晚清,

何来五四? 五四白话理应是传统白话的延续与发

展, 但新文学运动使现代白话具有了质的区别。

　　三、白话规范与思想革命

语言是工具,但又不完全是工具。语言有 “道”

和“器”两个层面, 语言除了能表达思想, 传递感情

之外,还蕴涵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。选择某种语言

实际上意味着选择某种文化价值。文学翻译引发

的语言变革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嬗变更替,还必然引

发文化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。

首先,白话语言规范普及了教育, 促进了新思

想的传播。从 “器”层面而言, 文言由于言文分离,

文言文成为少数文人和统治阶级垄断知识的工具,

而广大的普通民众则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。晚

清黄遵宪 、梁启超、裘廷梁就深刻认识到言文分离

和文言文的弊端。黄遵宪认为, “盖语言与文字离,

则通文者少;语言与文字合,则通文者多, 其势然也

……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、

通行于俗者乎? 磋夫! 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

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,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

哉!” (剪成文, 1963:115-116)明确主张言文合一。

梁启超在分析 “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”时说, “吾思

之, 吾重思之,其原因之由于天然者有二, 由于人事

者有三”。其天然者为“大一统而竞争绝”, “环蛮族

而交通难”。而人事者为 “言文分而人智局” 、“专制

久而民性漓”和 “学说隘而思想窒”。他认为, “中国

文字,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, 盖文言相离之为害”

(梁启超, 1998:350-351)。言文分离不仅无法普及

教育,无法提高民众素质, 而且限制了读书人接受

新思想, 新观念;“对国人的性灵是一种束缚, 对新

思想的传播是一种妨碍” (张艳华, 2007:33)。

裘廷梁在他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报纸《无

锡白话报》 (后改为《中国官音白话报》 )中明确指

出:方今 “中外大通, 环球各国, 大势尽变……欲民

智大开启,必自广兴学校始;不得已而求其次,必自

阅报始。报安能人人而阅之。必自白话报始。” (裘

廷梁, 1898)陈荣兖更是将文言的弊害与国家兴亡

联系起来:“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, 其一端矣。中国

四万万之人之中, 试问能文言者几何?”“大抵变法,

以开民智为先, 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。不改文言,

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, 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, 是

谓陆沉;若改文言,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,日嬉游

于琉璃世界中,是谓不夜。” (陈荣兖, 1900) 语言文

字的功能从简单抒情表意上升到普及教育 、传播新

思想 、提高民众素质和民族救亡。

其次,白话语言规范流转与演变、特别是现代

白话中新概念 、新词汇的出现, 正好与新文化运动

标举 “德先生”、“赛先生”的旗帜, 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

逐渐演变成主流的社会价值与思想追求合拍。严

复认为, 西方列强的优越之处, “不在`善会计 ' 、`擅

机巧 ' 、`汽机兵械 ' 之类`形而下 ' 之器, 而在于学

术上求`真' 、政治上求`公 ' , 也就是信仰`科学 '与

`民主' , 此二者才是形而上的`理 ' 与 `道 ' 。严复

的这一精当的论述,可以看作是五四时期崇尚科学

与民主的时代先声。” (张艳华, 2007:61) 陈独秀

( 1918)在《〈新青年〉罪案之答辩书》一文中曾慷慨

陈词:“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求治中国政治上 、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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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、学术上 、思想上一切黑暗。若因为拥护这两位

先生,一切政府的迫压,社会的攻击笑骂,就是断头

流血,都不推辞。” 胡适 ( 1997:10)曾经感慨说:“这

三十年来,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

的地位;无论懂与不懂的人, 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,

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。那个名

词就是`科学' 。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,究竟有

无价值,那是另一问题。我们至少可以说, 自从中

国讲变法维新以来,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

公然毁谤`科学 '的。”“科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进步”等遂

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主流话语。

第三,白话语言规范推进了民主思想。语言承

载着一定的文化蕴涵和价值观念, 白话的应用与民

主精神和阶级立场紧密相连。早在 1916年胡适

( 1916:9)就指出, “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

文人之私产,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

能事。” 事实上,白话肩负的使命正好 “是要把旧文

化旧思想的缺点和新思想的需要`传达 ' 到更多的

人,到底`文言 '是极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” (叶

威廉, 1992:216) , 不能普及, 不能行远。在另一方

面, 提倡和实行白话又涉及到人们对民主和人道的

态度。胡适 ( 1922:149)曾精辟地解剖传统文人自

视优越的心态:“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`他们 ' ,一边

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`我们 ' 。我们不妨仍旧吃肉,

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, 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

去罢。” (胡适, 1922:149)在《新文学·新诗·新文

字》一文中, 胡适 ( 1956:282)再次尖锐批评了中国

士大夫阶级:“他们总觉得高人一等,他们自己是上

等阶级、上等人,一般老百姓是低一等的人,下等人

……他们办`白话报 ' ,自己却看文言报……永远把

社会分成两层阶级。”他们 “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,

资质太笨,不配学那`宇宙古今之至美' 的古文” (胡

适, 1935:239)。上千年科举制度使文言古文成为

稀缺资源, 是文人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手

段, 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化知识和治人的资

本。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一语道破天机:“若尽

废古书,行用土语为文字, 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

操之语……则凡京津之稗贩, 均可用为教授矣。”

(郑振铎, 1935:6)

最后,白话语言规范不仅是语言工具的转变,

而是预示着一场思想革命。有学者称:

语言革命即思想革命, 反过来, 思想革命亦即

语言革命,语言和思想是绝对的难以分割。五四新

文化运动, 与其说是一场思想革命,还不如说是一

场语言革命。中国文化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,并非

以提出了多少新的观点或人们接受了多少新观点

为标志, 而是以建立新的中国现代语言系统和人们

接受这新的语言系统为标志的。没有这种语言系

统, 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是难以想像的。 (高玉,

2003:93)

也就是说,白话语言规范的确立是语言系统的

变革。但在思想层面上, 这涉及到思想文化体系的

变革;涉及到思维方式、价值观 、伦理观 、宗教观等

等的转变,因此绝不是简单的语言工具的革新。晚

清传统白话与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之所以是两种

不同的语言, 除了周作人前面提到的原因之外, 更

重要的是,传统白话 “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是古汉

语的翻译语言。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在思想

层面上可以说是西方语言的翻译语言, 是一种强烈

西化的新语言,表达的是新思想” (同上:96)。

由此看来,用文言或者用白话翻译便具有本质

的区别。用传统文言翻译, 或者说用完全归化的手

法翻译, 是用中国传统思维框架去理解或诠释西方

的作品, 这对了解西方, 认识自己非常重要。但更

重要的是用白话直译西方著作,引进西方的概念与

术语,输入思想词汇。 “两种语言系统不同, 最根本

的不是字形、语音 、语法以及实际词汇的不同,而是

思想词汇的不同。” (同上:208)高玉曾将严复翻译

的《人道篇》与王佐良翻译的《人论》进行比较, 认

为, 这两首诗虽源于同一思想资源, 但 “艺术形式和

思想内容上却有很大的不同, 这种不同同样是由语

言体系的不同造成的……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

诗” (同上:288-289)。用文言或现代白话翻译,决

定了译诗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思想,因此

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
　　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, 五四前后围绕文言与白话的论战,

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同人用白话所进行的创作与翻译,

构建了白话语言规范和白话翻译叙述空间,推动了

主流话语的形成, 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的过

渡。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,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

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的译介:翻译不仅使国人了解

了西方, 而且使国人在了解西方的同时改变了自己

的语言和思维,完成了语言与思维的现代化。

85



　外国语文 2010年第 3期　

参考文献:

[ 1]陈独秀.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[ J] .新青年, 1918( 6).

[ 2]陈独秀.文学革命论 [ J] .新青年, 1917( 6).

[ 3]陈荣兖.论报章宜改用浅说 [ J] .知新报, 第 111册,

1900.

[ 4]傅斯年.怎样做白话文 [ C] //中国新文学大系· 建设

理论集,上海:上海良友图书公司, 1935.

[ 5]高玉.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[ M] .北京:中国社会

科学出版社, 2003.

[ 6]胡适.科学与人生观 ·序 [ G] //张君劢, 丁文江.科学

与人生观.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 1999.

[ 7]胡适.四十自述 [ C] //欧阳哲生编.胡适文集 ( 1).北

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.

[ 8]胡适.我的信仰 [ C] //欧阳哲生编.胡适文集 ( 1).北

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.

[ 9]胡适.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 [ C] //姜义华编.胡

适学术文集·新文学运动.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.

[ 10]胡适.文学改良刍议 [ C] //姜义华.胡适学术文集·

新文学运动.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.

[ 11]胡适.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[ C] //姜义华.胡适学术文

集·新文学运动.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.

[ 12]胡适.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[ C] //姜义华.胡适学术

文集·新文学运动.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.

[ 13]胡适.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一集导言 [ C] //姜义华.

胡适学术文集·新文学运动.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.

[ 14]胡适.新文学· 新诗 ·新文字 [ C] //姜义华.胡适学

术文集·新文学运动.北京:中华书局, 1993.

[ 15]剪成文.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 [ C] // 近代史资料.

1963.

[ 16]梁启超.沈氏音书序 [ C] //饮冰室书话.北京:时代文

艺出版社, 1998.

[ 17]鲁迅.孔乙己 [ C] //鲁迅全集 (第一卷 ).北京:人民文

学出版社, 1973.

[ 18]钱玄同.钱玄同文集 (第 3卷 ) [ C] .北京:中国人民大

学出版社, 1999.

[ 19]钱玄同.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[ J] .新青年, 1918( 4).

[ 20]裘廷梁.无锡白话报序 [ N] .无锡白话报.1898.

[ 21]施蜇存.导言 [ C] //中国近代文学大系·翻译文学集

I卷.上海:上海书店, 1990.

[ 22]严家炎.“五四 ”新体白话的起源 、特征及其评价 [ J] .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, 2006( 1).

[ 23]叶威廉.中国诗学 [ M] .北京:三联书店, 1992.

[ 24]张艳华.五四文学的语言选择与文本流变 [ D] .山东

大学, 2007.

[ 25]郑振铎编选.导言 [ C] //中国新文学大系· 文学论争

集.上海: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, 1935.

[ 26]周作人.儿童文学小论 /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(周作人自

编文集 ) [ C] 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2.

[ 27]周作人.可爱的人 [ J] .新青年, 1919( 2).

[ 28]周作人.思想革命 [ C] //中国新文学大系· 建设理论

集.上海:上海良友图书公司, 1935.

[ 29]周作人.国语改造的意见 [ C] //夜读的境界.长沙:湖

南文艺出版社, 1998.

收稿日期:2009-12-01

基金项目: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“五四文学翻译规

范研究” ( 2005-yw04)阶段性成果

作者简介:廖七一,男, 四川外语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 、教授,

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。

责任编校:陈　宁

86


